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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抗疫医务人员在临床一线，与病患第一时间零距离接触，其心理状态（尤其是抑

郁和焦虑）值得关注。抗疫医务人员的负面心理应激状态会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及日常工作和生活。本文

就新冠肺炎疫情中，抗疫医务人员抑郁和焦虑状态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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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1]，至今疫情

仍波动存在。其传染性强、变异性高、全民易感、有

一定的死亡率，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公众普遍出现

心理压力和恐慌情绪的增高。对于坚守在临床第

一线的医务人员群体而言，他们工作量大、工作时

间长、风险大，其心理压力远高于普通人群，因此也

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2,3]，不仅损害其

自身健康，还存在医疗事故隐患[4-6]。探讨如何对疫

情及其他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临床医务人

员进行心理状态观察及干预，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1 焦虑、抑郁状态

因其工作的特殊性，医务人员的躯体化、强迫、

焦虑、抑郁等心理特征方面的得分高于一般人群，

尤其是焦虑、抑郁方面；内科医务人员的得分高于

其他科室[7]。而在新冠疫情期间，在抗疫一线的医

生中，以内科医生居多。

1.1 焦虑、抑郁的测评方法

国内外使用的焦虑和抑郁评定量表种类繁多，

适用于不同的患者和病情。焦虑状态评估方法包括

症状自评量表-90（symptom checklist，SCL-90）中的

焦虑因子、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8]、贝克焦虑量表（Beck anxiety inventory，

BAI）[9]、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10]等。抑郁状态评估方法包括 SCL-90 中

的抑郁因素[11]、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12]、贝 克 抑 郁 量 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13]、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14]等。SCL-90 共有 90 个

要素组成，包含有较广泛的精神病症状学内容，对

有心理症状（即有可能处于心理障碍或心理障碍边

缘）的人有良好的区分能力，但不适合于躁狂症和

精神分裂症[11]。SAS和SDS量表用于测量焦虑、抑

郁状态轻重程度及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变化情况，

主要用于疗效评估，不能用于诊断[8,9]。BAI和BDI

量表主要用于患者自评焦虑和抑郁的严重程度[2]。

HAMA 和 HAMD 量表使用较多，常用于焦虑症和

抑郁症的诊断及程度划分[14]。

1.2 焦虑和抑郁的表现形式

在疫情中出现的焦虑和抑郁状态往往表现为

对当下疫情的过度关注；神经衰弱、夜不能寐和注

意力无法集中；持续性情绪低落；悲观、失望、厌世、

无法自拔等[15]。与普通人相比，医务人员长期处于

高度警戒状态，持续的应激状态下，更容易出现上

述表现，且程度往往较重，甚至出现广泛性焦虑、易

怒、紧张、恐惧和高度警惕等[16]。

1.3 焦虑和抑郁的产生原因

心理应激是导致疫情期间焦虑和抑郁产生的

主要因素之一。研究表明，在疫情爆发的紧急情况

下，医务人员的情绪从破坏性或不愉快的应激体验

转变为建设性或兴奋体验的过渡 [17]。医务人员的

心理状况主要是抑郁，多达80%的医务人员对无法

有效治疗疾病感到内疚；另外，冒着生命危险与家

人长时间分离也令他们感到焦虑[18]。

在应激反应下，个体的情绪、行为和认知都会

发生一定的变化，如感知范围狭窄、思维僵化、行为

方式受到抑制等；同时，不良的情绪和认知等心理

反应也会改变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力。研究显示，

在面对相同应激源的情况下，未接受心理干预的一

线医务人员普遍存在焦虑情绪，且程度远高于一般

人群。研究报道，疫情中，65.3%的中国医生呈现或

轻或重的抑郁状态 [19]。关注疫情中医生的心理状

态并予以及时干预，对于维护医生健康和医疗安全

具有重要的意义[20,21]。

由于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未知性和突

发性，绝大部分医务人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即投入

工作。医护人员在工作中穿戴防护装备、呼吸困

难、精神紧张、工作时间长，职业暴露风险高；休息

时间在酒店隔离，正常的生活受到限制，与亲戚和

朋友沟通减少 [22]；除了应对自己的焦虑和对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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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惧之外，还要应对同事的死亡、疾病的威胁，这些都加剧

了他们的心理困扰[23,24]。

2 应对方式

2.1 有效评估、及时援助

对抗疫医务人员应早期即开始给予定期的心理健康评估，

尽早发现医务人员可能存在的不良心理状态，早预防、早诊断、

早治疗[25,26]。应激训练和心理教育是改变认知和应对的重要途

径[18]。首先是提高对心理危机的意识形态认识[27]。即纠正认为

心理危机是一种精神疾病的错误认识，而以更宽容的态度面对

心理危机[28]。提供周到的管理以减轻医务人员的压力，包括有

效的事件管理、安全简报和适当的精神保健[29]。其次，普及知识

和压力应对策略。科学有效的心理支持能够尽快帮助医务人员

缓解心理压力，排解消极情绪，保证身体健康和正常开展工作。

通过心理和压力管理培训，提高医务人员对心理危机的识别技

能，提高危机应对意识，学会调节抑郁、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

形成核心的心理危机防范体系[28]。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焦虑和恐惧的主

要来源除了疾病本身，还有患者的不愿合作和应对过多的危重

患者、不足的医疗资源时的无措。为了更好地调节医务人员的

心理[30]，医院可以成立心理干预小组，尽快为有焦虑、应激障碍

的医务人员提供心理咨询[22]；同时医务人员本身也需要进行充

分的自我调节。理解和准确预测疾病的发展规律，可以为与疾

病相关的焦虑、抑郁提供治疗和预防策略[31,32]。

2.2 建立正确认知

首先，应客观理性对待疫情。我们应该在专业知识的基础

上，对疫情有准确的认识，避免被外界大量混乱的信息所干扰。

同时，要充分发挥医生的作用，向患者及亲友普及相关知识，也

可通过各种媒体途径，引导普通百姓科学规范地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再次，客观理性认识自己。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肯定自我

价值，认识自身局限。最后，必须正确看待现在，提醒自己，要关

注医疗工作和治疗患者的过程。

2.3 学会自我照顾

首先，适时调整工作节奏，尽量确保休息时间充足。其次学

会放松，有效进行压力管理，促进心理健康，提高工作效率[33]。

2.4 接纳自己及他人的不良情绪

理解自己的负面情绪是在应激状态下的正常反应。自己需

要做的是接纳和把握平衡，调整程度 [8]。退缩、自责、失望、愤

怒、幻想等情绪反应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使个体感受到巨大的

压力，陷入焦虑的恶性循环。建议一线医务人员面临压力要积

极、乐观应对[33]。

2.5 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抗疫工作的高强度，容易导致医务人员出现食欲不振、疲

劳、难以入睡，易怒等状况，感觉莫名的恐惧、绝望、麻木等，容易

与人发生冲突并且无法摆脱并持续很长时间。必要时建议进行

工作岗位的调整以及寻求专业心理人员的帮助。保持医务人员

的心理健康，这才能够更好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4]。

综上所述，在新冠疫情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临床一线

医务人员不仅承受身体和精神的压力，而且需要承担高危接触

传染性疾病的风险，所以更容易出现负面心理应激反应，影响身

心健康。所以，心理危机的干预尤为重要。但危机干预的模式

是复杂的，众多理论并没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目前仍然需要更深

入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今后的研究将主要集中于评估、发展和

综合各种技术，以及干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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